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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南亚大陆、南亚及中亚南部等区域的重要纽带，

为理解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迁徙扩散与文化交流提供了独特的跨区域视角。本文首先根据历史文献、现

代交通网络和遥感影像等资料，重建了历史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复杂路网格局。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

梳理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段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探讨了不同地区古人类石器

技术和文化面貌的演变过程以及潜在的人群扩散交流历史。整体来看，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段，

中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与亚洲东南部其他区域在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上均存在阶段性的变化和革新；

亚洲东南部不同区域之间相互连通，古老型人类和早期现代人都曾以历史时期的西南丝绸之路为主线进

行迁徙和扩散。今后，在西南丝绸之路概念引导下，进一步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认

识中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演化历史。

关键词：西南丝绸之路；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古老型人类；早期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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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western Silk Road is a vital link connecting southwestern China, the Tibetan 
Plateau,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southern Central Asia, all of which offers a 
crucial cross-regional perspective on Paleolithic human migration, diffusion, and interaction.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complex network of the Silk Road by examining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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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moder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ry. Our reconstruction 
indicates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network of Southwest Silk Road was substantially 
affected by the region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during the Paleolithic period, early 
hominins relied more on the natural geographic corridors and natur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al needs.  From this evidence,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t the Middle Paleolithic and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s along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of lithic technologies 
and cultural pattern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dispersal and interaction 
of ancient populations. Overall, during the Middle Paleolithic and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southwestern China,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other regions in this southeast part of Asia exhibit 
periodic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in lithic and other cultural technologies. Middle Paleolithic 
technologies are present across most regions along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These varied technologies may indicate potential inter-
regional migrations and diversified adaptive behaviors of archaic humans, such as Neanderthals, 
Denisovans. Bladelet and miniaturized lithic assemblages are key features of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sites along the road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rly modern humans. Overall,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this southeast part of Asia were clearly interconnected, serving as primary 
routes for migration and dispersal of archaic and early modern humans along what would later 
form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Future research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particularly through cross-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early human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Keywords: Southwest Silk Road; Middle Paleolithic;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Archaic humans; 
Early modern humans

1 引言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时期东西方人群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也是远古时代旧石

器人群跨大陆迁徙扩散的走廊与纽带。考古证据显示，西北丝绸之路所在的欧亚大陆北部

草原和绿洲地带，至少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就已成为古人类迁徙扩散的重要廊道。旧

石器时代中期的尼安德特人和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 (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 IUP) 的早期现

代人都曾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活动，并与本地人群（如丹尼索瓦人）产生一系列交流

与互动 [1-3]。作为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动脉和国际廊道，西南丝绸

之路无疑在亚洲东南部不同区域之间旧石器时代人群的扩散与交流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西南丝绸之路上古人类跨区域扩散与交流历史的研究较为有限。因此，

以西南丝绸之路这一理念为指导，开展跨区域视角下的比较及整合研究，对于深入认识亚

洲东南部广大地区的人类演化历史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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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段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古人类活动历史，通过对最

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探究这一时段亚洲东南部地区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的历

时性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而为理解我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古老型人类以及早期现代人的

演化历史提供重要参考与启示。

2 西南丝绸之路与亚洲东南部跨区域交流网络

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交流通

道 [4]。西南丝绸之路起始于今天的四川成都市，沿线贯穿中国西南大部分地区及青藏高原

南部，进而连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并在中亚南部与西北丝绸之路交汇，共同向西延伸

至西亚和欧洲地区。西南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单一的线路，而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

包含多条路线的复杂交通网络。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先秦时期

的起步阶段、汉晋时期的发展阶段、唐宋时期的拓展阶段和明清时期的巩固阶段 [5-11]。

本文借助历史文献资料 [12-21]、现代交通路网 1) 和遥感影像 2) 等数据，以历史文献中记

载的节点城市位置确定西南丝绸之路大致走向 [22]，以现代公路网走向、河流干流及支流

流向为重要参考对象，遵循交通道路长期稳定的复原原则 [23]，重建了更为详细的历史时

期西南丝绸之路的跨境路线网络。根据境外延伸的区域，可将西南丝绸之路大致分为通往

东南亚的路网，以及向西通往南亚和中亚南部地区的路网。另外，进入青藏高原的路网也

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往东南亚的路网：主要包括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进桑道和茶马古道的一部分。

灵关道从成都出发，向南经过雅安、汉源，跨过大渡河，再沿安宁河谷南下至西昌，到达

会理县境内后折向西南，渡过金沙江，翻越方山，经云南大姚抵达大理。这条古道在《华

阳国志·蜀志》中有所记载：“三缝县（今四川盐边）……道通宁州（今云南省大部分地

区），渡泸（金沙江）得蜻蛉县（今云南大姚）”[24]。五尺道同样以成都为起点，顺岷江

南下到达宜宾，经过昭通、曲靖等地后折向西行，最后抵达大理。灵关道和五尺道在大理

汇合后，分为两条路线继续南行：向西南可到达保山、腾冲、瑞丽等中缅边界地带，这段

路线也被称为永昌道。进入缅甸后，沿伊洛瓦底江南行，最后到达仰光；向东南可到达普

洱、西双版纳等地，该段路线也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继续向南则沿澜沧江出境，进入东

南亚地区，途经泰国清迈，最终到达曼谷。进桑道从云南通往越南，其在云南境内分为两

支：一支从昆明出发，经弥勒、文山，抵达中越边境；另一支从大理出发，沿元江水道向

东南抵达中越边境。进入越南后，上述两条路线汇合并沿红河河谷到达河内（图 1）。

通往南亚和中亚南部的路网：云南境内的永昌道和进入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均有

连接南亚地区的路线。其中，永昌道经瑞丽出境后进入缅甸，并在缅甸分出两条路线：一

条从八莫向北，经过密支那，再横渡伊洛瓦底江、勐拱河、钦敦江，翻越那加山脉，进入

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另一条从八莫向南经过曼德勒，再转向西北经过曼

1) Natural Earth Data. https://www.naturalearthdata.com/downloads/10m-cultural-vectors/roads/

2)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www.tiandit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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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普尔，翻越那加山脉，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由上述两条路线进入印度东北部以后，

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向下游继续前行，并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西部与恒河河道相连通。

之后，沿恒河平原自东向西行进，到达印巴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图 1）。《新唐

书 · 地理志》详细记载了从大理通往缅甸、印度的路线：“一路自诸葛亮城（今云南龙陵）

西去腾充（今云南腾冲）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今云南盈江县盏西镇）百里。又西过山，

二百里至丽水城（今缅甸密支那）。乃西渡丽水（今伊洛瓦底江）、龙泉水（今勐拱河），

二百里至安西城（今缅甸勐拱）。乃西渡弥诺江水（今钦敦江），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今

印度阿萨姆北部以西至恒河流域）” [25]。 
从印度河流域往北，西南丝绸之路进入中亚南部地区，地理单元上主要为帕米尔高

原（属青藏高原西北部）及其周边区域，并在此与西北丝绸之路及途经青藏高原的西南丝

绸之路交汇。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喜马拉雅山以南联系中国西南地区和中亚南部的路线，

也被统称为“蜀—身毒（印度）道”。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 122 年，张骞

奉命出使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上书报告：“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竹杖、蜀

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以骞度之，大夏去汉

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26]。 
进入青藏高原的路网：历史时期存在多条从横断山区进入高原腹地的路线，这些路

线也被称为茶马古道（图 1）。最北部的路线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康定，在新都桥镇

沿鲜水河北上，经过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等地，抵达昌都，其间跨过雅砻江和通天河。

图 1  历史时期西南丝绸之路路网系统
Fig.1  Route system of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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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经过康定以后，存在一条继续向西经过雅江、理塘、巴塘等地的路线，横跨大渡

河、雅砻江、通天河等大河，在到达芒康后沿澜沧江北上抵达昌都。从四川攀枝花出发，

存在另外一条由川入藏的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沿雅砻江北上，经过盐源、木里等地，并在

雅江与北部路线汇合后到达昌都。云南境内也存在一条进入青藏高原的路线。该路线从大

理出发，向北经过丽江、香格里拉等地，沿金沙江继续北上到达芒康，进而抵达昌都。上

述多条路线在昌都汇合后，继续向西进入青藏高原腹地。

青藏高原腹地交流路线主要表现在沿雅鲁藏布江河谷和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区的东西

向交流通道，以及沿喜马拉雅山裂谷的南北向交流通道（图 1）。具体来看，东西向交流

通道自东向西经过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阿里等地，继续向西则到达列城、吉尔吉

特等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地区，与西北丝绸之路及途经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汇合。而南北

向交流通道自东向西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途经墨脱县），以及错那 — 沃卡（途经错

那市）、亚东 — 谷露（途经亚东口岸）、孔错 — 当惹雍错（途经聂拉木口岸）、强玛 —
茶里错（途经普兰口岸）等多条连通青藏高原与南亚的南北向裂谷带 [27-31]。部分南北向交

流通道在吐蕃王朝时期已初具雏形，如，据藏文史籍《西藏王统纪》记载，松赞干布迎娶

泥婆罗国（今尼泊尔）赤尊公主进藏时，“……泥婆罗臣民皆送行于孟域（即芒域，今日

喀则西南地区）之间”[32]，这条连接吐蕃王朝与泥婆罗的官方通道，也被称为“蕃尼古道”[33]。

从以上对历史时期西南丝绸之路路网系统的复原可以看出，西南丝绸之路路网格局

的形成受到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显著影响。新生代晚期以来，青藏高原发生强烈的构造隆

升运动，塑造了高原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地貌和水系格局，许多峡谷和南北向裂谷也由此

产生，如高原东部横断山区的南北向河流峡谷以及与南亚地区相通的南北向裂谷带等，这

些宽窄不一的河谷为早期人类迁徙提供了天然通道。同时，造山运动也使得紧邻高原的中

国西南地区拥有了完整的生物垂直地带性，生物物种更加丰富多样。

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

使其成为周边地区民族、宗教、商贸等活动的流通汇聚区域，并向外辐射至东南亚、南亚

等地区。西南丝绸之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发形成的民间贸易通道。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缺乏自主生产创造资源的能力，只能利用天然交通路线和资源来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

求。西南丝绸之路沿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捷的自然通道，能够满足古人类生存所需。

本文对历史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梳理和重建，为探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跨区域迁徙和扩

散提供了地理空间范围和自然环境背景。下文对西南丝绸之路沿线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

早段遗址进行系统梳理，并主要从石器技术角度出发，初步分析和探讨西南丝绸之路所在

的亚洲东南部地区潜在的人群迁徙扩散和交流互动等问题。

3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西南丝绸之路

本文界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范围在距今约 30~4 万年。目前，西南丝绸

之路上发现的年代属于中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量较为有限。印度东南部

Attirampakkam 遗址的年代距今约 38~17 万年，是目前亚洲东南部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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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该遗址出土勒瓦娄哇石核、石叶和尖状器等代表性类型，同时保留

手斧等阿舍利技术的石器类型，显示出过渡阶段的技术特征 [34]。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贵

州观音洞遗址也发现有勒瓦娄哇技术，其年代为距今约 17~8 万年，该研究拓展了中更新

世晚期阶段勒瓦娄哇技术在亚洲南部的空间分布范围 [35]。成果发表后，一些学者对此提

出不同观点，认为该遗址的相关石制品与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仅是形态上相似，并不存在

真正的勒瓦娄哇技术 [36]。

近年来，在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区及高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区，也发

现少量年代上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遗址。其中，位于甘孜州稻城县的皮洛遗址，

海拔约 3750 m。该遗址包含三个文化期，从早到晚分别为早期的简单石核 - 石片技术、

中间阶段的阿舍利技术、晚期的小石片石器和小型两面器技术，其中含手斧的阿舍利技

术层位不晚于距今约 13 万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海拔最高的阿舍利遗址 [37]。位

于拉萨市西北部的邱桑手脚印遗址海拔约 4100 m。在该遗址的温泉钙华上，发现了多组

手脚印遗存，其中 G4 组手脚印的年代距今约 20~18 万年，表明古人类在这一时期已进

入高原腹地生存 [38]。

进入晚更新世阶段，遗址数量有了显著增多。中国西南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址主要

发现于云南。云南蝙蝠洞遗址下文化层距今约 18~14 万年，上文化层距今约 7 万年，

蝙蝠洞遗址上下文化层石器类型无明显变化，整体上表现为石片石器的技术特征 [39]。

近年来在滇西北地区的鹤庆县和宾川县发现一批具有基纳技术特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石制品组合，对天华洞遗址的初步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基纳石制品组合的年代距今

约 9~4 万年 [40-42]。云南富源大河遗址（距今约 4.4~3.6 万年）出土龟背状刮削器、三角

形尖状器等具有勒瓦娄哇技术风格的产品 [43]。位于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的梅龙达普

遗址，海拔约 4600 m。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 1 号洞年代可能早至距今 10 万多年，2
号洞主文化层年代不晚于距今约 4.5 万年，遗址石制品表现出石核 - 石片技术面貌，但

具体的石器工业特征尚待研究 [44]。

南亚地区属于晚更新世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量相对较多。位于恒河平原地

区的印度 Dhaba 遗址第 1 地点的年代为距今约 8~4.8 万年，出土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

等旧石器时代中期常见的石制品类型 [45]。位于塔尔沙漠东北部的印度 Katoati 遗址（距今

9.6~6 万年）出土勒瓦娄哇预制石核、努比亚预制石核 (Nubian core) 及带铤尖状器，研究

者认为这些石制品类型与北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阿泰尔技术体系 (Aterian technocomplex)
相似 [46]。位于海滨地带的印度 Sandhav 遗址（距今约 11.4 万年），出土勒瓦娄哇石核、

尖状器等器型 [47]。此外，位于印度东南部德干高原的 Jwalapuram 遗址，其第 3 地点和第

22 地点的年代距今约 8 万年，出土石制品类型包括勒瓦娄哇石核、尖状器等 [48,49]。

中亚南部地区是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遗址年代集中在晚更新

世早中期阶段。部分遗址，如Teshik Tash遗址 [50]、Sel’ Ungur遗址 [51]、Obi Rakhmat遗址 [52]、

Anghilak 遗址 [53]、Khudji 遗址 [54] 等发现有古人类化石。其中，Teshik Tash 遗址人类化石

的分类最为明确，为尼安德特人，但目前仍缺乏确切的年代数据。从石器技术来看，该地

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存在三种技术类型，分别以 Obi Rakhmat 遗址（距今约 10.9~9.8
万年或距今约 8.2~5.8 万年）、Teshik Tash 遗址（早于 3.8 万年）和 Sel’ Ungur 遗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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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2 万年）为代表。Obi Rakhmat 石器工业以系统性地生产石叶为主，同时存在少量的

勒瓦娄哇技术产品，工具类型包括端刮器和雕刻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类型。Teshik 
Tash 遗址主要采用勒瓦娄哇技术剥取石片，但预制程度不高；工具类型主要为边刮器，

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重型工具，如砍砸器、重型刮削器等。Sel’ Ungur 遗址的剥片策略以

盘状石核技术为主，工具类型以边刮器为主 [55]。

东南亚地区处于西南丝绸之路的中间连接位置，但目前年代上处于旧石器时代中

期阶段的遗址并不多。老挝北部 Tam Ngu Hao 2 遗址中发现一颗距今约 16~13 万年前的

人类臼齿化石，研究者认为很可能代表了丹人；目前尚未发现与人类化石伴生的文化遗

存 [56]。此外，位于印度尼西亚弗洛里斯岛的 Liang Bua 遗址，因发现弗洛里斯人 (Homo 
floresiensis) 而引起广泛关注。尽管该遗址并不在西南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但由于其与

东南亚大陆邻近，对于我们认识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人类演化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最新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的人类活动年代约为距今 19~5 万年。石制品分析显示该

遗址石器技术较为简单，不存在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因素 [57]（图 2）。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看出西南丝绸之路所在的亚洲东南部地区存在多种类型或变体的

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技术，但由于人类化石发现稀少，学者们对这一广阔区域生存的人群

类型存在不同认识。整体来看，中亚南部地区的技术与人群之间的关联较为清晰，尼安德

特人曾广泛地生活在这一区域并留下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南亚地区的技术面

图 2 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及周边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和旧石器时代中 - 晚期遗址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Paleolithic, 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and the Middle-Upper Paleolithic 

sites along the Southwest Silk Route and adjac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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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复杂，除了勒瓦娄哇技术，研究者还识别出努比亚预制石核及阿泰尔尖状器等富有特色

的类型。基于石器技术的对比分析，一些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

术与来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有关，并且这一扩散自晚更新世早期便已开始，更新了

对早期现代人南方扩散路线的认识 [58]；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

与尼安德特人相关，有助于丰富对尼安德特人空间分布范围和技术变异性的认识 [59]。

中国西南地区的情况也较为复杂，目前发现有勒瓦娄哇技术、基纳技术等不同类型，

且来自云南的基纳技术是目前整个西南丝绸之路上唯一的发现，对该技术的来源及使用人

群尚不清楚。然而，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西南丝绸之路，有可能见

证了尼安德特人向欧亚大陆东南部区域的迁徙扩散，同时也可能记录了早期现代人在晚更

新世早期阶段走出非洲，向东扩散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而言，旧石器

时代中期阶段的人类演化历史更加错综复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弗洛里斯人乃至

早期现代人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群都有可能在这一独特的地理区域繁衍生息，并可能出现

基因与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

4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西南丝绸之路

本文界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年代范围在距今约 5~3 万年。从全球范围内来看，

这一阶段是尼安德特人等古老型人类消失以及早期现代人开始全球性扩散的关键时期，无

论欧洲还是亚洲北部的草原地带，都已证明这一演化过程的存在。而西南丝绸之路所在的

亚洲东南部地区，在早期现代人出现和扩散问题上仍存在较多争论。

中国西南地区目前已发现若干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图 2）。云南西南部的硝

洞遗址（距今约 4.3~2.5 万年）出土石制品组合以重型工具为主，包括典型的苏门答腊器，

指示云南地区很可能是和平工业 (Hoabinhian Industry) 的发源地，与东南亚地区存在密切

的文化联系 [60]。位于云南西北部的兰坪玉水坪洞穴遗址（距今约 3.9~3.1 万年），存在锤

击法和砸击法两种剥片技术，部分石片台面经过修理，出现小型工具 [61]。贵州这一时期

的遗址以洞穴类型居多，其中，桐梓马鞍山遗址和毕节老鸦洞遗址是近年来经过重新测年

和研究的关键遗址。马鞍山遗址（距今约 3.5~1.8 万年）的石制品多采用燧石原料，尺寸

以小型和微型为主，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辅以砸击法，工具以各类刮削器占主导，存

在压制修理技术。同时，在该遗址中发现了目前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骨锥、骨矛头等规范

化骨器 [62,63]。老鸦洞遗址（距今约 3.7~1.4 万年）的石制品采用燧石、石英和水晶等原料，

剥片方法包括锤击法和砸击法，存在较高比例的修理台面，工具类型包括精致加工的刮削

器、端刮器、尖状器等 [64]。

青藏高原目前有明确测年数据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仅有尼阿底一处，该遗址位

于西藏色林错附近，海拔约 4600 m，年代距今约 4.5 万年。尼阿底石制品组合包含棱柱状石

核和石叶产品，是早期现代人在青藏高原腹地活动的最早证据 [65]。此外，位于帕米尔高原地

区的新疆库孜滚遗址（海拔约 3250 m）发现有窄体石叶石核和石叶等石制品，研究者认为该

遗址的石叶技术与尼阿底遗址有相似之处，但有关该遗址的确切年代目前尚不清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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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大陆年代在距今 5~3 万年之间的遗址主要有越南的 Nguom 遗址和泰国的

Lang Rongrien 遗址。越南 Nguom 遗址底部文化层年代早于距今约 3.2 万年，泰国 Lang 
Rongrien 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年代在距今约 4.3~2.7 万年，两者的石制品类型均以小型石核

和石片为主 [67,68]。另外，位于老挝北部的 Tam Pa Ling 遗址（距今约 6.3~4.6 万年）出土

早期现代人头骨化石，但该遗址未发现文化遗存 [69]。

东南亚岛屿地区尽管不在西南丝绸之路的沿线范围，但该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

期早段遗址较多，为理解亚洲东南部地区早期现代人的起源和扩散提供了重要证据。马来

西亚 Niah 遗址（距今约 4.5~3.9 万年）[70]、菲律宾 Tabon 遗址（距今约 4.7 万年）[71]、印

度尼西亚 Wajak 遗址（距今约 3.7~2.8 万年）[72] 和 Leang Sarru 遗址（距今约 3.5 万年）[73]、

东帝汶 Jerimalai 遗址（距今约 4.2 万年）[74] 和 Lene Hara 遗址（距今约 4.2 万年）[75]，均

发现采用燧石等硅质岩原料制作的石制品，且石核和石片尺寸小，工具比例整体较低。其中，

Niah 遗址、Tabon 遗址和 Wajak 遗址发现有早期现代人化石。此外，在印度尼西亚 Leang 
Timpuseng 遗址发现距今约 4 万年前的岩画艺术，也为认识东南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出现

时间及其文化面貌提供了关键证据 [76]。

南亚地区也有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的发现。位于印度东北部的

Mahadebbera 遗址（距今约 4.2~2.5 万年）[77]、Dhaba 遗址的第 2 和第 3 地点（距今

约 4.8~2.4 万年）[78]，以及位于印度西北部的 Mehtakheri 遗址（距今约 4.5 万年）[79]，

均出土细石叶石核、细石叶、以细石叶为毛坯的琢背器 (Backed tools) 等石制品，优

质的燧石、玉髓等原料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制作细石器。位于印度南部的 Jwalapuram
遗址第 9 地点（距今约 3.5 万年）[80]，出土砸击石核、细石叶石核、细石叶，以及大

量几何形琢背器，形态包括三角形、新月形、梯形等，燧石等硅质岩是制作细石器的

主要原料。巴基斯坦北部的 Riwat 55 地点，出土含石叶的石制品组合，初步光释光

测年结果显示该石制品组合的最小年代为距今约 4.5 万年 [81]。

南亚斯里兰卡岛上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址。比如，Fa Hien-lena 洞穴遗址（距今

约 4.8~3.4 万年）、Kitugala Beli-lena 岩厦遗址（距今约 4.5 万年）和 Batadomba-lena
岩厦遗址（距今约 3.6 万年）均出土有细石器组合 [82-84]，石制品类型包括砸击石核、细

石叶石核、小石叶 (Bladelet)、细石叶、几何形琢背器等，脉石英为制作石器的主要原

料。在上述遗址中还发现有骨器、穿孔海贝珠、赭石等文化遗存，在 Fa Hien-lena 遗址

和 Batadomba-lena 遗址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为进一步认识南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文

化面貌和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证据。

中亚南部地区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且石器工业面貌较为一致。比如，

位于阿富汗的 Kara Kamar 遗址（距今约 3.2 万年）[85]、位于塔吉克斯坦的 Shugnou 遗址（缺

乏绝对年代数据）[86]，以及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Kulbulak遗址（第2文化层，距今约4万年）[87]

和 Katta Sai 2 遗址（距今 4.8~4.2 万年）[88]，均出土石叶和小石叶产品，小石叶的剥片方

式较为多样，以“隆突形端刮器技术”(Carinated end-scraper) 最具特色，这一技术主要是

从石片毛坯的远端部位进行腹面向背面的连续性单向剥取小石叶；工具类型主要包括端刮

器、琢背器和析器 (Splintered piec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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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以燧石等优质原料生产细小石制品是中国西南

地区、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南部地区石器技术的主要特征，且在剥片方式上具有区域多样性。

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的石制品以小型石核石片工业为主，主要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剥取

小型和细小型石片，在类型界定上尚未见明确的细石叶或小石叶类型；南亚地区出现采用

砸击法生产细石叶的技术，并以此为毛坯制作几何形琢背器；中亚南部地区则通过多样化

的剥片策略生产石叶和小石叶，其中以隆突形端刮器技术最具特色。青藏高原腹地在这一

时期仅发现石叶技术遗存。除石器技术的变化外，一些遗址在该阶段还出现了骨器、赭石、

装饰品、岩画等更加丰富的物质遗存，部分遗址出土有重要的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些发现

为探索早期现代人在亚洲东南部地区的出现机制和扩散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证据。

5 讨论

5.1   独立与连通：旧石器时代的西南丝绸之路

历史时期的西南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南

部等地区的重要纽带。本文对上述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段遗址进行了梳理，为探

讨和揭示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旧石器人群迁徙扩散与交流互动历史提供了条件。

目前南亚和中亚南部地区均有性质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的发现，且在技术类

型上存在较高的多样性。南亚地区的中期遗址以勒瓦娄哇技术为主，部分遗址还识别出努

比亚石核以及带铤尖状器等特殊的石制品类型。由于南亚地区尚未发现与石制品组合伴生

的人类化石，因此中期技术的使用人群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与早期现代人有关，也

有学者认为与尼安德特人有关 [89]。中亚南部地区的旧石器中期技术主要包括石叶技术、

勒瓦娄哇技术和盘状石核技术等三种类型 [90]。从人类化石材料来看，该地区旧石器中期

技术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 [91]。与上述地区相比，中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

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量仍比较有限，且年代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如此，在

西南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初步识别出勒瓦娄哇技术、基纳技术等不同类型的旧石器中期技

术体系，暗示了中国西南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潜在的人群迁徙与技术扩散。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是早期现代人全球性迁徙和扩散的关键时期，西南丝绸之路上

发现的这一阶段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多，空间范围上也有了很大拓展，东南亚大陆、斯里兰

卡岛等先前缺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地区，在该阶段也都出现了明确的人类活动证据。

石叶技术和小石叶技术普遍存在于南亚和中亚南部地区的遗址中，且石核剥片策略较为多

样。而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这一阶段的石制品组合呈现出明显的细小化特征，部分

细小石片是使用砸击法产生的。石制品细小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从尺寸和形态特

征来看，部分细小化产品类似于石叶或小石叶，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小石叶和细小化石制品均被认为与早期现代人有密切联系 [92]。因此，

厘清小石叶、细小化石制品的技术属性和特征，是认识亚洲东南部地区早期现代人出现和

扩散的一个关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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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稳定与革新：基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观察

关于中国旧石器技术的发展与演化特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石器技术发展缓慢，

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稳定性和继承性，且南方地区石器技术的稳定程度更高 [93]。然而，本

文的梳理结果显示，中国西南地区在石器技术上存在较为复杂多样的变化和革新。

不同于简单的砾石石器工业或石片石器工业，以观音洞遗址、天华洞遗址和大河遗

址等为代表的旧石器中期技术遗址，指示了古人类石器技术上的革新性变化。在旧石器时

代晚期早段，中国西南地区普遍出现采用燧石等优质原料制作的细小型石制品组合，制作

规范化骨器、赭石的使用也是这一阶段新出现的文化因素。石制品细小化现象在西南丝绸

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也有突出表现，且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区域性技术适应的

结果，与亚洲北部地区早期现代人所使用的细石器技术具有趋同性的效果。另外，云南硝

洞遗址发现的和平石器工业，也是西南地区石器技术变化和技术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6 结语

西南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跨区域交流网络，将中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与

亚洲南部其他区域之间紧密联系起来。本文对丝路沿线及周边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

器时代晚期早段考古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初步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丝路沿线的大部分

地区均存在旧石器中期技术，且类型复杂多样，指示了古人类多样化的技术适应行为；以

小石叶和细小石片为代表的细小化石制品组合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的主要特征，该

石制品组合的分布范围广，且与早期现代人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整体来看，无论是古老型

人类，还是早期现代人，都曾沿着西南丝绸之路的印迹，进行长距离迁徙扩散。展望未来，

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具有广阔研究前景，在西南丝绸之路理念引导下，进一

步整合不同地区考古数据，构建更为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框架，将有望更加深入地理解和

阐释亚洲东南部地区旧石器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历史。

附记  谨以此文纪念北京猿人第 1 头盖骨发现 9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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